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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俊

摘　要：“生活世界”所蕴含的世界开放性之内涵为全球跨文化对话奠定了理

论基础并提供了实践指引。基于生活世界的主体间交往行为的展开、主体间性框架

下不同特殊文化世界之间的交融关系、真理的自由本质及其在开放世界中的呈现

等，指向的都是世界的开放性特征。基于这些构想，作为 “实践智慧”的 “反思判

断力”、基于家庭经验的 “羞怯／畏怯”的伦理习性，成为与生活世界的哲学构想相

符合的实践姿态，具有公共性和主体间性特征的开放世界由此得以维护。这种实践

姿态在面对多元文化世界时，得出一种新的跨文化哲学实践，它是一种 “多极对

话”，即从人类共同利益出发，遵循差异和平等的原则，在充分的多方参与的对话

中寻找共识，通过对话的行动构建和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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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代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信息流动的加快，一方面，我们世界中固有的文化

传统的内核被不断侵蚀，个体之间、个体与原有的传统生活之间日益疏离，单子式
的现代人从传统价值观凝聚的群体中散落下来，面临着全新的组合方式，另一方面，

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导致了地球村上人们的生活方式不断地趋同和平面化，技术的进

步和生活方式的同质化将个体之间的关系不断拉近，但同时人群间、民族间和国家
间深层的价值观和利益矛盾却不断加大，而当今世界上的经济、政治、文化、安全

等问题又越来越国际化，绝非某个具体国家或人群独自能够解决的。面对这一情况，

我们需要设想一种新的人类共同体的构建方式，能够有效应对这一既充满疏离又趋
向重合的复杂趋势。在这一趋势下，人类如何在深层意义上实现共在，以致达成一

个休戚与共、互惠合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状态，呵护共有家园的和谐状态；如何
在开放世界的基础上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同时避免文化间的互斥和冲突，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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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日渐成为当今思想界关心的核心问题。

与此同时，当代哲学正经历着所谓的 “实践转向”，即将关注目光从传统的抽象
理论转向实践生活，其中 “生活世界”这一概念集中体现了哲学兴趣的这一转移。

近代以来很多哲学家都设想了 “生活世界”或者与之类似的概念，马克思、克尔凯
郭尔、叔本华、尼采、柏格森，都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肯定了 “生命／生活”及其场域
的奠基性意义。而现象学中对 “生活世界”所作的构想，将之视为预先被给予的包
括科学在内的一切人类实践的基地，以及具有统一性功能的历史整体视角，使生活
世界理论成为 “胡塞尔以后的现象学历史中最富有创造力的思想”。① 其后海德格尔
的在世之在和此在的日常性，舍勒的 “自然世界观”理论，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
和语言游戏，都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有着密切的思想亲缘性，而古尔维奇 （Ａ．
Ｇｕｒｗｉｔｓｃｈ）对于 “共在之人在环境世界中的相遇”，帕托契克 （Ｐａｔｏｋａｓ）对于
“自然世界”的思考，许茨 （Ａ．Ｓｃｈｕｔｚ）社会层面上的生活世界，列斐伏尔
（Ｌｅｆｅｂｖｒｅ）的日常生活，哈贝马斯的作为交往行为之基础的生活世界等，则是对现
象学语境中 “生活世界”概念的延伸和深化。在笔者看来，经过思想领域内的层层
累加，“生活世界”这个现象学概念已经变成了一个远远超出哲学之外的传播术语。

今天 “生活世界”的概念所指的已不是一个自然的自在世界，而是一个开放的、蕴
含丰富性和多样性、作为可能性之大全的世界，进而成为人文主义对于世界的理解
方式、成为一种开放性的世界模式，它为人类文化实践和理想世界的营造提供了一
个富有意义的开放视角。笔者将立足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语境，借鉴并转化
“生活世界”理论的丰富内涵，论证 “生活世界”为全球跨文化对话奠定了坚实的理
论基础并提供了实践的可能性，对这一思路的重溯和厘清可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构建提供一个可能的答案。

一、“生活世界”理论中的世界开放性内涵

“生活世界”的概念发端于１９世纪末的阿芬那留斯 （Ｒ．Ａｖｅｎａｒｉｕｓ）和恩斯特
·马赫 （Ｅ．Ｍａｃｈ），他们通过这个概念表达一种向着前科学的、直接的、纯粹的经
验的回溯。“生活世界”这一概念作为对被给予之物无前见的描述，指的是 “自然的
世界概念”，这个自然的世界为迄今一切哲学科学理论及其心理内在 （自我，灵魂）

和物理外在 （世界，自然）的二元区分奠基，是一切科学和认识论的 “自然的出发
点”。② 与之相似，胡塞尔也将 “生活世界”规定为是预先被给予的经验世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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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科学的”、“被具体直观的”、“始终已存在着的”、“亲熟的”世界，① 它为自我与
他者的一切意向性行为提供背景和视域，是一切特殊世界 （科学世界、宗教世界等）

意义构成的根基，是一切实践的基础。而鲁道夫·奥伊肯 （Ｒ．Ｅｕｃｋｅｎ）在他１９１２
年的著作 《认识与体验》中，针对被目标理性贫瘠化的 “此在世界”，提出了一个综
合大全式的 “生活世界”。② 类似的想法在胡塞尔那里也有体现，现象学的 “生活世
界”所指的是包含自然和文化的 “周围世界”，自然世界中的一切事物、动物、全部
环境，以及人类及其社会所具有的历史、文化及其相互间的关联。在前科学的奠基
性意义上，“生活世界”是形而上学和先验哲学传统的对立面，如同海德格尔通过
“日常此在之世界”所强调的，梅洛－庞蒂在 《知觉现象学》中也对此作了充分的说
明。在笔者看来，生活世界意味着对对象化的科学世界的悬隔，回返到前谓述的自
然经验；意识通过身体融入到世界之中，意识与情境及视域密不可分，并且根底上
是有限的。基于生活世界的讨论，当代哲学中很多议题得以展开，比如前谓述—自
然的经验，有限性，此在的历史性，动态的身体，劳动和社会性等。

胡塞尔现象学之所以强调世界的 “生活”特性，乃是有意识地与自然科学的世
界相区分，由此出发哲学与科学、西方文明危机、人类文化史、跨文化等课题得以
进一步深化思考。对这样一个生活世界的关注就意味着关注我们置身于其中的历史、

传统和文化，将之视为一切意义构建和实践行为的视域，以此来对抗客观主义视角
下的世界异化和自我异化。比如，海德格尔强调 “此在”的 “在世之在”，“与他人
共在”的特征、世界的敞开状态并揭示科学理论化的反历史性特征，就表达了与胡
塞尔 “生活世界”构想类似的含义，芬克 （Ｅ．Ｆｉｎｋ）由此认为，根本上是现象学的
世界概念构成了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的桥梁。生活世界克服科学主义的意义在哈贝
马斯那里得到了进一步说明，他提出了系统—生活世界的双层架构来分析和解决西
方现代社会危机。生活世界是从参与者的角度看，着重于社会的规范结构 （价值和
制度）所具有的整合功能，构成了交往行为的基础，而系统世界则是从非介入的观
察者角度看，所有行为都是工具化的，服从市场机制和科层制度的管理。③ 与胡塞
尔相似，哈贝马斯认为系统世界的合理化进程必须以生活世界为基础，否则就会出
现一系列社会意义危机，比如社会意义的丧失，秩序冲突，个体生存的异化等。

在胡塞尔那里，“生活世界”作为直接经验和蕴含可能性之大全，旨在克服还原
主义的单向度抽象，以及由此导致的人类生活 “意义的空乏”和 “生活意味”的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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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作为一切意义构建的地基，生活世界根底上乃是要呵护人类生存境域根源处的
整体性和开放性，胡塞尔的现象学道路所要致力于通达的也正是这种整体性和开放

性。笔者认为，以生活世界为线索，可以这样解读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道路：通过

描述心理学和意向分析，切入主体性层面并在奠基性的视域结构中把握主体与对象

的意向性指引关联，通过对意向对象建构过程的反思，审视意向对象、意向行为与
其置身于其中的视域之间的发生性关联关系，进而实现回返到 “生活世界”的目标，

以克服诸如自然主义等种种弊端。在此，“视域”成为联系意识现象学与生活世界的

关键线索。作为 “前—事实”或者课题化之基地的 “视域”首先意味着一种 “不确

定性”，正是由这种 “不确定性”可以导出一种无限开放的特征，以及对所有具体对
象和质料在形式上统一的能力。每一个意向性建构过程都是在视域中发生，视域等

同于围绕每个存在者的特殊世界。在视域中主体相关性被勾连表达为一种面向未来

的开放性，而所有视域或特殊世界之统一总和就是生活世界。① 胡塞尔现象学对于

主体能力的开拓与马克思不谋而合，在马克思看来，作为 “新世界”的生活世界就
应当把对象和现实 “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 “从主体方面去理

解”，② 以保证生活世界的全面性和整体性。

“生活世界”的视域特征并不仅限于意识行为的奠基和构建，而是通达了人类一

切实践行为及其历史成就，从整体上规定着人的存在本质。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

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③ 而且
个人总是 “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

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④ 在这个意

义上，生活世界的内涵就是经历了历史延续的个体及其所属群体的特定社会关系、

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它们以 “习惯”（ｈａｂｉｔｕｓ）或者 “伦理”（ｅｔｈｏｓ）的形式成为
人群世代延续且必须遵循的东西，成为生活世界的内核。在希腊语中，ｅｔｈｏｓ本就有

居所之意，而在德语中 “习惯”（Ｇｅｗｏｈｎｈｅｉｔ）一词也来自 “居住”（ｗｏｈｎｅｎ）这个

动词，这种文字上的联系意味着，人类共同体所具有的伦理传统和生活习惯就是他

们共同生活居住的家园，基于居住的生活世界体现的是其文化特殊性。而另一方面，

今天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生活的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地球村成

为我们共同的生活世界，超越各自特殊文化传统的生活方式的统一性正在以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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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不可阻挡地变成现实，基于家园经验的生活世界不断被打开、消融边界，其开
放性特征不断得到彰显。因此今天 “生活世界”这个概念既包含了在历史中延续的

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又意味着当下和未来人类生活最大外延范围上的开放性。

“生活世界”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在逻辑上与现象学 “回到实事本身”的思想原则

有一致性。现象学精神主张让事物 “如其所是”地呈现，要将一切前见还原到事物
本身，体现在文化哲学主题上，就是论证生活世界的整体性和开放性，让多元文化

面貌及其历史完整地呈现，即生活世界这个开放的舞台为文化特殊性的保持和呈现

提供可能空间，而不是用任何形式的框架预设限制文化的多元发展和世界的跨文化

面貌。

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论著中，世界的开放性、人类生活的跨文化特征作为课

题或多或少都曾被涉及。按照胡塞尔的基本思路，所有人类的意识成就都基于一个

处于历史之中的共同的生活世界之上，因此这种具有理性的 “人性生活”是 “唯一

的”、体现出一种统一性，但同时他也注意到，这种人性生活具有 “丰富的人类类型
和文化类型”。① 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很难简单地将胡塞尔归于那种传统意义上固步

自封的文化一元论或者欧洲中心论，现象学的生活世界构想同时具有开放性和闭合

性的两重面向，作为奠基性的层次，它有能力容纳他者和陌生传统，“同时可以打开

通达不同文化差异的道路”。② 作为大全视域和特殊文化世界共同体的生活世界将所

有文化构建的可能性和发生成就都包含在自身之中，其开放性和整体性相互促成。

多元文化之间的冲突和交融是当代世界的基本状况，现象学要回溯的 “实事本

身”首要地就包括了这个具有多元文化的复杂世界。除了生活世界之外，现象学关

于主体间性的构想也触及了多元文化之间的理解和交流问题，为全球化局势下的世

界的开放性和跨文化论题的讨论构想了一个比较贴切的理论架构。主体间性意味着
他者的优先性，因此每个主体都有能力容纳他者和陌生传统，扩展到文化主体，即

每一文化都有能力同时打开通达不同文化的道路，因此与主体包含主体间性特征相

应地，文化世界本身也具有 “跨文化性”的特征。

正是基于其各自的 “跨文化性”特征，不同的特殊文化世界得以汇聚在生活世
界之下。对我而言最熟悉的特殊世界就是我的家乡世界，与之相对的就是陌生世界，

二者之间的张力和关联关系成为 “世界的稳定结构”，③ 这种张力和关联就是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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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世界现象学》，倪梁康等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３年，第２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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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３，（Ｈｕａ　ＸＶ），Ｓ．４３１．



特性。这种跨文化特性总是以动态发生的形式表现出来：一个文化世界总是将陌生
世界中的异质文化对象以 “投入生长和投入生活的方式编织进家乡世界”，① 在此过
程中家乡世界和陌生世界的边界不断消融。“家乡世界”首先意味着文化习俗的 “规
范性”，相应地，“非规范性”就是位于这个家乡世界之外的陌生世界。而家乡世界
和陌生世界之间的边界的动态可能性意味着，从属于某一特定文化传统的 “规范性”

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既成之物，而是不断处于构建之中的东西。实际上，我们的生
活世界就是汇聚了各种规范性的构建过程的大全。历史中规范性的构建就是一个融
合不同视角和主体之间经验差异的开放过程，最后通向对世界更加全面的理解。生
活世界的开放性在特殊文化世界之间的彼此交融和规范性的不断构建之中得到了充

分的呈现。

如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费尔巴哈所言：“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
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历史的产物，是世
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
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② 生活世界是历史的、

开放的，每一种历史规范性都嵌入它们所属的特殊世界，而不同的规范性及其特殊
世界之间并不是绝然分割的，众多特殊世界之间通过相互间丰富的关联指引关系相
互开放和重叠，在历史中相互融合和渗透，逐渐消弭彼此的边界，指引出那个在形
式上处于最基底的普遍世界。像大海一样的 “生活世界”乃是现象学所揭示的人与
人之间、世界与世界之间的关联关系的最终汇聚，也是为一切理解活动和规范性构
建提供可能的最终基地。它作为主体间和世界间交往行为的潜在来源，以背景性视
域、规范性构建、潜移默化的文化和伦理传统、语言和生存习惯等方式发生作用。
“生活世界”所标识的人类生活的主体发生性构建的无限可能性，是无法通过对象
化、客观化来获取乃至穷尽的，而恰是这种主体可能性和视域构成了人之存在和人
性中最本质的决定性部分，主体可能性意味着自由和开放性。

从人类共同体的层面上看，生活世界作为人类生活基底层次的关联域，保证了
世界范围内人类成员共同生活的展开，保证了地球上任何区域之间、人跟人之间预
先被给予的关联性，如许茨所言，这种关联性领域包含了空间、论题、身体多个层
面的相似结构。③ 这种关联性领域为人类成员之间的开放性关系奠定了基础，在德
语中 “开放”（ｏｆｆｅｎ）与 “公共性”（ｆｆｅｎ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有着共同的词根，世界的开放
性为人类生活的公共性面向奠基。哈贝马斯进一步将作为奠基性关联领域的生活世
界视为公共性的源泉。与之前马克思从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结果的价值形态世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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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形态世界和历史形态世界三个层面说明生活世界的方式类似，哈贝马斯也在三个

层次上描述了生活世界：文化 （知识储备：理论、书籍、格言、文件等），社会 （合

法的秩序：制度、法律、规范等）和个性 （人的有机体根基）。①

世界的开放性也是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首先要论证的课题之一。“此在”是世

界中的存在，而作为 “存在者园地”的世界总是 “以某种同周围世界交往的方式亮

相”，开放的世界才能 “把具有这种存在方式的存在者依照它的存在开放出来”，也

就是 “让上手的东西来照面”。② 世界的开放性进而被规定为自由的真理，比如在
《论真理的本质》中他就将 “行为的开放状态”视为真理的本质，“真理的本质乃是自

由”。而自由是居于 “人类主体的主体性”那里的，是居于主体间性那里的，“自由便

自行揭示为让存在者存在”。“让……存在”，意味着参与和在场，因此让一个文化世

界存在，就是要让其参与到敞开域和敞开状态中，参与到开放的生活世界整体之中。

“让存在，亦即自由，本身就是展开着的 （ａｕｓ－ｓｅｔｚｅｎｄ），是绽出的 （ｅｋ－ｓｉｓｔｅｎｔ）”。③

文化世界的 “绽出”（超出自身），必然要通过开放世界中的跨文化对话和交流方能

实现。将这种存在表述运用于文化传统，则跨文化性所标识的文化传统的 “绽出”

是整个世界多元文化之整体关联的保证、是世界整体生成的体现，而世界的开放性

则是这种 “绽出”的前提。

在生活世界的充分敞开状态下，世界存在的本真性才得以保持。与之相反的情

况是，当此在被遗忘、存在者整体被遗忘时，人们就会错误盲目地固守自身的尺度，

拒绝开放性。海德格尔对作为真理基础的自由和开放性的强调，不仅适用于个体的

生存领域，而且为多元文化世界的存在及其中人的实践刻画了一个模型。在对亚里

士多德的阐释中，海德格尔对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 “实践智慧” （Ｐｈｒｏｎｅｓｉｓ）极

为重视，“实践智慧”居于认知 （Ｅｐｉｓｔｅｍｅ）之上。④ 伽达默尔在此基础之上更进一

步，赋予 “实践智慧”以利他主义的伦理意涵和公共维度上的德性。“实践智慧”作

为社会生活可能性的条件和跨文化境遇下的实践方式，要求的是宽容开放的心态、

众人共享的行为和话语。人与动物的差异在于，人不仅被个体化的生理需求和工具

性行为支配，而且还有选择的空间、有脱离个体意义上的工具化层面进入公共生活

·３５·

从生活世界到跨文化对话

①
②

③
④

参见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２卷，洪佩郁、蔺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第

９７、１０３页。
参见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第２１３、２１６、２１７页。
关于Ｐｈｒｏｎｅｓｉｓ和Ｅｐｉｓｔｅｍｅ的论述，出自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科伦理学》第６卷，海
德格尔对之的解读参见 Ｍａｒｔｉｎ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Ｐｌａｔｏｎ：Ｓｏｐｈｉｓｔｅｓ（ＧＡ　１９），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
Ｍ．：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　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９２，Ｓ．２１－１８８；Ｍａｒｔｉｎ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ｕｓｇｅｗｈｌｔｅｒ　Ａｂ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ｎ　ｄｅｓ　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ｓ　ｚｕ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　ｕｎｄ　Ｌｏｇｉ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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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人之自由的日常起点，也是世界开放性的基础。人的自由本质

即在基础存在论层面上描述的此在的 “绽出”特性，即人的生存过程不囿于自身、

不断出离自身与他者和世界打交道，这一生存特性为世界开放性奠基———这是对主

体间性意义上生活世界之建构过程的生存论表述。

沿着经典现象学对于世界开放性的处理思路，海因里希·罗姆巴赫 （Ｈ．

Ｒｏｍｂａｃｈ）的结构 （Ｓｔｒｕｋｔｕｒ）思想和哲学密释学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　Ｈｅｒｍｅｔｉｋ）进一

步深化了这一主题的存在论基础。世界的 “结构”性质，意味着世界中的每一部分

都是作为一个灵动的环节处于世界之中，众多环节之间并没有高下之分和等级差异，

每个环节内部、每个环节之间、整体结构与环节都处于普遍的关联指引之中，任何

一个环节的变动都会导致世界整体的变动，因此世界就是一个 “生活的结构”，呈现

出一种 “具体的整体性”，而 “具体的整体是真正的现实范畴”。① 如果我们把世界

上多元的文化传统都理解为一个大结构中的环节，那么这些文化传统之间就存在着

密不可分的关联关系，只有每个环节都在其置身的特殊境域中得到充分的生长和发

展，世界这个大结构才能焕发勃勃生机。一个结构中的环节是复杂多样的，就如世

界上的文化传统也是纷繁多元的，我们不应将某些环节设定为静态的极点，将结构

的世界理解为一个固化封闭的等级秩序，而是应当充分尊重每一个环节，令每一个

环节在与其他所有环节的关联中完整地呈现自身。② 在笔者看来，推及到多元的文

化状况上，我们也不应预设类似于欧洲中心论这样的一元结构或东西方对立这样的

二元结构，而是应当以开放的心态充分尊重多元文化的面貌本身，不仅关注自身所

处的东方或西方的文化，还有西亚、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文化，世界是由众

多活的文化勾连构建而成的活的文化历史整体。

基于结构思想，罗姆巴赫设想了一种 “哲学的密释学”， “ｈｅｒｍｅｔｉｓｃｈ”一词的

本意是 “封闭的、闭合的”。哲学的密释学反对基于理解者主体立场和视域的 “解释

学”（尤其是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主张经验者应当投入到经验事件内部，经验事件

和经验者的对应契合是独一无二的。罗姆巴赫举例说，一位长久生活在寺庙中的佛

教徒，他对寺庙和佛教的经验是独特的，一位西方的旅行者无论读过多少相关的书

籍、有多少外围的了解，都无法完全触及虔诚的佛教徒对于寺庙和佛教的经验。在

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想理解陌生文化，首先要做的不是基于自身的视域去对象化

地观察并解释对象，而是要 “尊重”，尊重经验发生的原初境域和闭合性、投入其

中，方能把握与经验事件相应的独特经验。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密释学在实践层

面上是要完整呵护和呈现特殊性和原初性，只有在此基础上世界的开放性才得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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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只有充分尊重每种文化的原本样态，令每种文化在一场开放的对话中充分地展

现自身，我们才能获得一个开放的、全面的世界认知。

二、生活世界构想下的实践态度

“生活世界”的哲学构想为跨文化境遇下的开放的人类共同体构建提供了理论智

慧和可能性。只有基于对共同生活世界的体认，众多特殊视域和世界相互之间的藩

篱才有打开和彼此融合的可能。当然，世界的开放性并不保证实践层面上的跨文化

的分歧会达成最终共识，因此从世界开放性的理论特征推导出一种呵护世界开放性

的实践原则和要求，就成了在多元文化境遇下有效地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将

生活世界的哲学构想转化为实践姿态的关键步骤。

在当代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中，“生活世界”的意义被进一步丰富了，它关涉到

区域研究、日常生活研究和社会现实研究等。阿尔弗雷德·许茨在詹姆斯、柏格森、

杜威、胡塞尔和怀特海的影响下，将日常生活及其结构确立为社会学的核心研究对

象并将之视为历史的基础，他提倡一种 “关于日常生活的常识知识”，而生活世界就

是这种常识知识的储存库。许茨通过胡塞尔现象学中与生活世界的两个核心规定来

描述生活世界的社会结构，即预先被给予性和主体间性，前者指生活世界作为个体

实践生活的背景是不言自明地预先被给予的，后者指的是生活世界中的众多个体通

过互换视角达到主体间的相互理解。个体的行为和角色均是在生活世界中展开的，

作为常识储存库的生活世界同时也是主体间互动的场域，形塑了我们的行为、思想、

情感的一致性以及一切主体间的经验模式。

与许茨一样，哈贝马斯同样重视生活世界作为知识储存库的作用，他认为这是

共同体意识的来源。① 作为主体间交往和共同体生活之背景，生活世界具有一种整

体性特征，其中心是共同的语言情境，在中心之外还有若干不确定的界限，它是社

会历史和个人生活交织而成的整体。主体间的交往行动就植根于这样一个前反思的

整体的生活世界之中，生活世界是 “交往行动者一直已经在其中运动的视域”，② 为

交往行为提供了界限和可能性，而交往行动则是生活世界的核心。主体间的交往不

仅是一种认知领域中的意向性构造关系，也是生活世界中日常性的互动关系，是现

实意义上的生存交往关系。

许茨和哈贝马斯将论述重点放在这一理论以历史—发生的方式对现实社会结构

的描述上，而非固守现象学语境中的超越论意义。生活世界以日常生活为核心，具

有知识储存库的功能，保证了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它是主体间的交往行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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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又受到这些交往行为的影响。因此生活世界不是封闭的客观之物，而是内在于
人的生活、内在于历史维度、随着主体间的交往行为不断构建之物。在此意义上，

生活世界的历史发生性特征得到了进一步强调。

在笔者看来，这样一个历史—发生的生活世界是复数的，包括个体和共同体所

置身的特殊历史文化视域，以及多重特殊世界之下的那个一般生活世界。这种层级

关系决定了生活世界具有闭合性和开放性的双重特征，需要注意的是，在生活世界

现象学的构想中，这双重特征并不相互对立排斥，而是在主体间和特殊文化世界间

的交往中共同呈现。

如前所述，海德格尔强调真理的本质在于自由和开放性，在于生存的 “绽出”

特性，这里的真理指的并非科学认知 （Ｅｐｉｓｔｅｍｅ）意义上的真理，而是人类公共生

活中的 “实践智慧”（Ｐｈｒｏｎｅｓｉｓ）。在自然科学世界观下，科学真理的唯一性和可获

得性决定了科学争论的目标应当是一个无争论的理想情况，终结这种争论的是一个

客观的真理标准，而不是某一特定意见对于争论参与者的说服力、或者支持某一意

见的参与人数的多寡。而在与人类主体生活密切相关的跨文化实践中，每一位争论

的参与者都深深奠基于自身的家乡世界———这体现出生活世界的闭合性特征，这种
奠基关系决定了人类公共生活中的 “实践智慧”不等同于科学意义上的认知活动，

成功的 “实践智慧”以及此意义上真理的呈现乃是通过闭合的特殊文化世界的完整

和多元的呈现来呵护世界开放性的。

由此，生活世界的构想就可以被用来区分跨文化对话与科学对话：前者自始至

终植根于生活世界之中，在其中每个参与者基于自身的视域和特殊世界表达自身利

益和意见。而科学的方式则是尽可能地消除每个个体与生活世界以及他所从属的特

殊世界的关联，以实现知识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生活世界及其对于唯科学主义和工

具理性的抵御最终要揭示的是，包括科学认知在内的所有人类认知方式和生存实践

都不可避免地植根于其世界关联之中，因为包括科学家在内的所有人都生活在他的

特殊世界之中，凭借他所置身于其中的特殊视域和文化传统作出自认为合理的判断。

世界以背景化指引关联的方式与人的生存建立了建构性的关系，向着人类生存开放

自身。被我们课题化而凸显的每一个对象都产生于我们生存的具体境域之中，因此

这个对象被嵌入的背景世界同时也成为对象显现的空间，蕴含了生存的无限可能性

和开放性，正是这种世界的可能性和开放性潜在地界定着人类及其所有的具体实践
行为。在生活世界构想中，特殊世界的闭合性和作为基地的生活世界的开放性并不

构成针锋相对的冲突，而是生活世界在不同层面上的建构与呈现过程。对个体置身

于其中的特殊世界的认可和接受强化了特殊文化世界的闭合性，而对于这种置身性

和奠基性关系的认识则导向对特殊视域有限性的反思，恰恰呵护了奠基性的生活世

界的开放性。

在笔者看来，生活世界的闭合性和开放性的双重特征的兼容模式，为全球化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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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下分属不同文化传统的人群，构建一个休戚相关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

论上的可能和实践上的指导。跨文化境遇下的共同体成员应当如何有效维护基于生

活世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首要的乃是一种基于对生活世界的哲学构想有着充分认

识的所谓 “实践智慧”。例如，康德在 《判断力批判》中通过 “反思判断力”的概念

对这种 “实践智慧”的要求进行了具体刻画。“反思判断力”是指基于对主体的反思

从被给予特殊之物出发去寻找普遍之物的判断力，康德称之为 “共感”，即 “在自己

的反思中 （先天地）考虑到任何他人在思想中的表现方式，以便使自己的判断仿佛

是依凭全部人类理性”， “撇开以偶然的方式与我们自己的评判相联系的那些局限，

而置身于每个他人的地位”，“站在别人的地位上思维”。① 因此，反思判断力乃是一

种 “开阔的思维方式”，审视主体如何下判断的过程，从而消解了僵化的纯粹主观判

断，而回溯到一个普遍的立场，并契合于生活世界的构想。

一个人具备反思判断力就意味着，他不会停留于针对特殊的意见对象，而是去

思考意见是如何得出的，从而从一个普遍的立场出发、设身处地地为所有其他判断

者着想，并且依照其他人的可能判断而反思他自己的意见。如前所述，我们说在对

话中每个参与者所持意见都植根于各自的特殊视域，因此，反思判断力就要求人们

不囿于自身所处的特殊世界的闭合性，而是要遵循 “开阔的思维方式”，对于他者的

意见以及其嵌入的背景世界有全面的认识，通过这种反思获得的认识将扩展自身的

特殊视域，将他人的视域也纳入到开放世界的普遍视域之中，以便消融家乡世界和

陌生世界之间的界限，扩大自身视域。只有具备这样一种实践态度，在判断时经过

反复的审慎反思，人们才能在跨视域、跨文化的争论中以审慎的态度为他者考虑，

从而维护对话的开放性并且构建起包容所有参与者的共同体。

“反思判断力”阐明的是一种现象学式的姿态：从自身的反思开始，通过对自身

的反思看到自身意见的有限性，进而基于普遍的立场认识到个体意见来源于个体的

有限视域和特殊世界。个体的主观意见的产生归根结底是因为我在下判断时有着与

他人不同的特殊视域，而我的视域就是我的意见首要的可能性空间。在此意义上，

每个人作为 “在世存在”，都生活在他所习惯和信赖的有限视域中，每个人都活在他

自己的世界中，而且在进行判断和表达意见时他首先依赖于自己的特殊世界。而
“反思判断力”通过审视自身意见的形成过程，使反思者具有了超越自身视域的可能

性，从而能够基于一个开放的立场在自己的世界和他人的世界之间往返活动。当然

这种超越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切断 “我们与作为判断出发点的我们自身视域”之间

的关系，而是说，充分反思和审视个体所置身的个别视域和特殊世界的有限性，由

此才对他人意见和陌生世界保持开放姿态，向着他人的视域开放，这样才有可能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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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身视域。不同视域拥有者基于这种现象学式的反思充分认识到自身的闭合性和
有限性，对陌生世界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才可能通达所有特殊文化世界之下的奠

基性的生活世界。

如胡塞尔的科学批判所言，自然科学的研究活动恰好缺乏这种 “反思判断力”。

科学真理具有客观性，凭借此客观性可以克服特殊视域和特殊世界中的多数意见，

切断知识与生活世界的关联，由此，在科学争论中真理是唯一的，所有争论都是以

达到客观真理为最终目的，最终都是封闭的。因此胡塞尔说，科学知识的获得方式

是尽力去主观化，但是如果将此方式意识形态化，无差别地应用于包括政治和文化
争论、精神科学 （Ｇｅｉｓｔｅ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研究在内的一切人类活动，那么就会是 “理

性运用的误入歧途”。

因此基于生活世界的构想，在日常生活和跨文化争论中，由于个别意见始终嵌

入于其所从出的特殊世界，所以我们不可能像在科学实践中那样，找到去主观化的

和出离于生活世界的客观标准。对此，我们只能借助于 “反思判断力”，站在他者的

立场上去体贴和接受他者的判断，但同时我们无法保证他者做到这一点，而且也无

法完全脱离我的特殊视域，所以达到唯一的终极真理是不可期待的———终极真理的
缺席，恰好说明了此类争论的开放性。跨文化对话和争论的开放性要求我们向着他

者的视域开放自身，洞察视域之间的指引关联，同时要认可相对于所有人、所有特

殊世界汇聚而成的共同视域或者生活世界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公共性的人类共同体的

基础、一个普遍立场，这是所有跨文化对话预先设定却无法完全抵达的理想目标。

由此可得出，构建和维护跨文化的人类共同体的实践态度要求，借由 “反思判

断力”“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思维”，尊重他人基于各自视域和特殊世界而作出的不同

于我的判断。这一要求决定了，我们必须克制任何形式的自我中心论和排他倾向，

为他人的世界留下空间，以便于他们有充分的自由和空间表达自己的意见。克劳

斯·黑尔德 （Ｋｒａｕｓ　Ｈｅｌｄ）通过回溯古希腊人的伦理态度，用古希腊语中 “羞怯”

（ａｉｄｏｓ）一词刻画这种实践姿态，在德语中这个词的意义被表达为 “畏怯”

（Ｓｃｈｅｕ）。在希腊人看来，羞怯／畏怯的伦理态度正是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共同生活得

以构建的前提条件。① 一个公共空间或者共同体的维护，必须依靠在成员中占支配

地位的畏怯的态度，畏怯在人与人之间撑开一个可以展开反思和争论的空间，亦即

跨文化对话和争论的公共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中，个体和特殊文化世界的尊严才得

到尊重。

那么这个畏怯的伦理态度是如何发生的？如黑尔德所言，在希腊人那里最基本

的生活经验有两种，第一种是公共生活经验，即在城邦这个公共世界中的经验，与

此相对应的是家庭生活的经验，这是在居所、即大家庭共同生活的场所中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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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经验先于社会公共经验，前者构成了后者的特殊视域，一个人从小的家庭经验
往往影响甚至决定了此后他在公共生活中的经验方式。此外，人在居所中的以生命
持存为目标的行为致力于自我保存、生存和繁衍，因此人们可以将作为这种行为之
境域的家庭称为与 “生活／生命”相关的世界。由此，居所、“家”就构成我们最首
要的特殊世界、特殊视域的指引关联，政治表达的方式嵌入其中，这就是希腊人最
初的 “生活世界”。①

基于日常生活经验和生命持存的家庭和居所式的共同生活是所有文化传统共有

的基地，因此也是生活世界的原型，是和谐开放的跨文化共同体构想的基础。以维
系生命为目标的家庭意味着一种世代生成的家庭经验，这就是畏怯这种伦理态度的
来源。在家庭中我们 “畏怯”于基本的家庭伦理的威严，对于长辈的尊重，对于晚
辈的关爱，都属于对家的秩序的保护。畏怯为家庭成员提供了可靠的共同生活的空
间，并进而形成一种家园意识。这种畏怯的伦理习性在日常公共世界中也得到了沿
袭：那种来自家庭的对其他成员的信赖感，畏怯的保护态度，在公共空间中就成为
对他人权利的尊重，尊重他人作出判断的视域和权利，从而充分认识到自身的有限
性，进而形成共同体的开放性基调。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态度来自于家庭，

在生命持存的意义上，家庭和整个人类共同体也有相通之处。通过畏怯的伦理态度，

就形成了一种关于人性尊严的非自我中心论的意识，并进而可能发展为人类共同体
的普遍意识。因此，这种基于生活世界的基本经验以及由此而来的伦理习性成为通
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为基本的关联域。

畏怯的伦理习性通过呵护特殊文化世界之间的差异性，最终维护了生活世界的
公共性特征，这种公共性来源于主体间性和特殊文化世界之间的跨文化性。主体间
性在认识论和存在论层面上都具有优先性，是人与人之间理解、互通、交往以及客
观知识形成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现象学上关于主体间性和共同体生存的构想，可
以消解近代以来西方哲学中自我中心论的困局，为包容他者的多元主义提供了理论
基础。主体间性包含了他者优先的伦理结论，构成了共同体构建的基础。基于主体
间性的人类共同体构建意味着具有公共特性的开放性世界的开启，在其中所有参加
对话者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通过发表意见使自己的特殊视域和特殊世界参与到
这个共同体之中，由此开启出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这个共同体的显现不是静态的，

而是动态的，因为意见和争论是发生性的，所以这个共同体必须通过众多彼此分歧
的意见间的张力而保持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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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态学 （ｋｏｌｏｇｉｅ），“表现的就是对现代社会中生命保存的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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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世界开放性奠基的 “主体间性”同时也是现代性批判的重要思想资源。主体
间性的前提是主体的复数性和差异性，以及对于主体间差异的尊重。但是全球化时

代媒体工业生产技术则通往相反的方向，一方面造成个体和差异性的泯灭的大众时

代，“‘大众’这个概念指的是大众性，它成了千百万个体的本质属性，而不再是成

千上万集中起来的民众”，另一方面，则是人整体上的物化和异化，“在当今的日常

生活中，人与之打交道的首先是物和机器世界，尽管在这个机器世界中也有人的存

在”。① 开放的公共世界和个体存在的尊严及自由在工业时代被降低到前所未有的程

度。哈贝马斯将这一现象称为 “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他相信，生活世界中主体间的

交往理性构成了对工具理性的抵抗，因为在交往理性中，人与人之间是平等开放的

协商关系，而不是目的—工具的奴役关系。

总而言之，生活世界构想所要求的 “实践智慧”就是：人们要以呵护世界开放

性为目标，从家庭生活经验转换到公共生活经验，面对行为可能性和意见可能性的

汇聚，其中的参与者要具有康德意义上的 “反思的判断力”，而这种审慎的反思、对

他者的宽容，则是以 “畏怯”的伦理习性为基础的。“畏怯”为他人的意见以及陌生

世界留下空间，保证了主体间的开放世界的展开，这种主体间的开放性和交往理性

则可以抵抗工具理性及其对人的异化。

三、开放世界中的跨文化对话

生活世界的哲学构想描述了一个整体开放的世界，这个世界容纳了众多的主体

和特殊文化世界，因此主体间性和众多特殊世界的跨文化特性构成了生活世界中最

核心的两个平行论述。基于 “畏怯”的伦理习性，通过 “反思判断力”，公共世界的

参与者基于充分自由以及对他者充分的尊重参与讨论，以促成主体之间和特殊世界

之间的共生和融合。如前所述，这种实践姿态一方面要求取消对于世界理解的一切

预设框架，以现象学式的 “回到实事本身”来进行开放性的对话，另一方面进行世

界间和文化间的对话时应当呵护具体世界的特殊性，维护众多嵌入于各自特殊世界

的意见的表达。

开放的生活世界中不同特殊世界的呈现，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各自不同的文化

传统的沿袭和呈现，因此跨文化特性是生活世界的基本特征。在全球化趋势下，

文化多元性及其相互交流影响已经成了不可避免的图景。如何理解和安置开放世

界中的多元文化，在当今的哲学话语中有着不同的尝试，比如以两种不同文化间

异同为主题的 “比较哲学”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叙事视野更为宏大的跨文

化哲学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强调某一共同体中多种文化的共存的 “多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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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性”（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ｔｙ），以及重在描述多元文化现状、强调文化杂交特征的 “超

文化性”（Ｔｒａｎ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ｔｙ）等。在汉语学界，“比较哲学”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

的热点哲学话题，而且汉语境域中的 “比较”大部分情况下所指的都是 “中西比

较”。这种研究及其话语的方式具有明显的后殖民色彩。近年来在欧洲，有一批关心

文化与跨文化哲学论题的研究者开始有意地用 “跨文化哲学”的提法取代 “比较

哲学”，比如，１９９２年成立的 “跨文化哲学学会”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ｆüｒ　Ｉｎｔｅｒｋｕｌｔｕｒｅｌｌ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其创始人之一、维也纳大学教授维默 （Ｆｒａｎｚ　Ｍａｒｔｉｎ　Ｗｉｍｍｅｒ）就是
“跨文化哲学”的倡导者。按照跨文化哲学的构想，上述的 “实践智慧”在跨文化领

域不仅表现为对于一元论方式的文化中心论的拒斥，而且也包含对 “比较哲学”的

反思批判，最终主张一种更为开放的跨文化对话。

维默指出，尽管 “比较哲学”突破了哲学上的独断论，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特定

文化传统及其哲学的中心论倾向，但其局限性主要在于，它还停留在不同哲学与文

化传统之间的差异性研究上，强调两种异质文化之间局部差异性，以此为根据，最

终导向一种文化特殊主义。基于 “比较哲学”的 “二元”对话，强调的是 “两者之

间”。对于汉语学界而言，中西二元比较的框架实际上通过预设固化和强化了被比较

双方的差异，东方和西方，亚洲和欧洲，非此即彼，所有哲学论题都被置于二元的

比较框架之下进行研究，具体的哲学论题的研究都会被贴上的标签，这种先入之见

的预设框架和标签式的理解有可能会造成对具体问题研究的误导。

比较哲学下的 “二元对话”的目的乃是论证和强调对话主导者自身的立场，强

化差异性，但是这种模式只能描述文化间局部性的差异和相互影响，却无法导向与

世界开放性相匹配的超出一切具体文化传统的跨文化哲学。因此尽管 “比较哲学”

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单一文化的中心主义，但却囿于基于文化差异、文化本位主义的

二元构架，无法实现真正的多元文化的开放性。因此维默指出，哲学要系统表达多

元文化的开放性，就 “必须要有在中心论的普遍主义 （总是某一传统的）以及民族

哲学的分离主义或者相对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即 “多极对话”（Ｐｏｌｙｌｏｇ）的方

式，“不只是单纯比较的，也不仅是二元对话的 （ｄｉａ－ｌｏｇｉｓｃｈ），而是多极对话的
（Ｐｏｌｙ－ｌｏｇｉｓｃｈ）哲学经验”。① 面对同一个对象或者话题，每个人都说出自己的观点

和方案，但是这种陈述不是为了论证和强化差异，而是为了让尽可能多的观点参与

对话，以达到对共同对象更加全面和完善的认识。

跨文化哲学首要地是一个实践问题，它并不通往取消所有意见的统一真理，也

不是以中心论的视角看待人类思想史，而是通过 “多极对话”让尽可能多的不同文

化传统和意见呈现，让参与者通过对话认识到包括自身在内的诸观点的相对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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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维默为跨文化哲学规定了 “最低原则”，这一原则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表达，其
一为否定性表达：“不充分论证任何一个只由属于单一文化传统的人们参与促成那
些哲学命题”；而肯定性表达为：“始终尽可能地寻找哲学概念中 ‘超文化的’
（ｔｒａｎｓｋｕｌｔｕｒｅｌｌ）重叠，因为得到充分论证的命题在多种文化传统中比在单一文化传
统中更可能得到发展”。①

跨文化哲学的这一最低原则集中体现在 “多极对话”这一实践策略中，体现出
宽容和开放的基本精神，对这一原则的遵守将会改变当今现实生活中科学实践、交
往实践和论证实践的态度。在跨文化对话中，重要的不是对某个具体观点的坚持和
论证，而是包含了众多立场的对话作为道路整体的展开，所有参与者以开放包容的
姿态通过这条道路聚拢到一起，允许自身立场和他人立场的变化，以共同利益和共
同命运为目标，搁置对立，寻找众多立场中的共同之处，获取讨论参与者的理解与
包容，达成整体和谐。对于个体而言，这种开放包容的政治秩序意味着 “对于一切
受到歧视的人都敞开大门，并且容纳一切边缘人，而不把他们纳入单调而同质的人
民共同体当中”。② 而在跨文化领域，“多极对话”的最终目的既不是为某一种特殊
文化和特殊视域的优越性辩护，也不是构建一个排除一切差异意见的同质化世界，

而是基于一个共同的生活世界呵护特殊世界的多元性，营建和谐的对话共同体，构
建开放的世界整体。需要指出的是，在日常政治领域内，“多极对话”显示出一种与
西方选票民主不同的实践探索方式，即一种注重商谈参与的政治策略，而非以说服
他人、吸引选民为目标的投票表决的技术。在非洲传统政治共同体中这种始终坚持
商谈的方式由来已久，被称为姆邦齐 （Ｍｂｏｎｇｉ），即通过共同体成员不断对话和商
谈达成一致，而非以投票行为将不同意见还原为数量加以决断。③ 因此在具体政治
策略上，多极对话也有能力提供一个尊重差异的全球化文明治理的可能性方案。在
开放的人类共同体的建构中，重要的是参与和对话，开放世界中的对话通往的一种
开放宽容的 “协议特性”（Ｋ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ｔ）。

因此，作为跨文化哲学实践的 “多极对话”就表现为一种契合于开放世界的框
架，在其中多种文化、多种特殊视域相互间发生影响的形式，其前提就是事实上的
相互平等与尊重，以及放弃对所有基本观点的辩护，保持自我反思和自我质疑的姿
态，这是一种在实践上不断自我完善的形式，循着对话的道路参与各方的立场和观
点不断地发生融合。多极对话是在全球化时代、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下去寻找一套相
对稳定的普遍哲学话语的尝试，一方面要维护对话参与各方的差异性，同时也要保
证对话形式对于参与各方的平等性，最终构建一个开放的人类共同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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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哲学讨论中的 “存在”概念为例，对于 “存在”（本体）的描述在不同的文化

传统中也迥然不同，如果说在传统欧洲哲学中 “存在”描述的是实体性的实存者及

其秩序 （实体、理念、上帝等），那么在东亚哲学中与 “存在”形式相似的等价物是

具有形而上学意味的 “道”，而在非洲的班图哲学中相关的等价物则是 “力”，最根

本的存在就是生命力聚集和消散的动态过程。① 因此在 “存在”这个话题上，每一

种哲学传统都基于自身理解给出了不同的表述，当我们进行本体论研究时，如果在

一个多极对话的框架下充分关注到不同文化中对于 “存在”的理解，那么 “存在／本

体”概念的内涵将由此更为完善。

基于生活世界理论所构想的世界开放性，在实践层面上要求个体的 “反思判断

力”和 “畏怯”的伦理姿态，共同体层面上则要求不同特殊文化世界和特殊视域之

间的跨文化 “多极对话”。世界是开放的，因此任何给定框架下的二元对话都是不充

分的，开放世界的文化多元性表现为结构化体系，每一个单一文化世界都是人类共

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生活世界的跨文化特性不仅仅是东方—西方的二元实

体模式，而是 “多极”的，因而对话也要以多边方式展开，在充分的敞开性的状态

下，世界获得一种开放的统一性。

开放的生活世界所要求的全面开放的跨文化对话，恰好是长期以来中国文化在

自我理解和定位中所忽视和缺失的一种姿态。自从近代中国文化被动地卷入全球化

的大势以来，我们习惯始终以西方文明作为自身之外的单一参照系，我们对于自身

文化传统的理解和认同完全建立在对 “西方”这个唯一他者的感受和想象之中，东

西方的二元框架成为今天中国文化无法摆脱的视域。由此形成了一系列 “非此即彼”

的二元对立：西方主动，东方主静；西方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是强大的，东方则

是弱势的；西方是科学的，东方是人文的；西方是本质主义的，东方是非本质主义

的；如此等等。这种僵化的二元框架视域将所有跨文化的话题贴上既定的标签，预

设性地造成误解和对立，与当今的全球化趋势和生活世界的开放性格格不入。以哲

学研究为例，对于中国的哲学家而言，“文化间／跨文化”的哲学问题不言自明地就

是东方和西方的比较哲学，是基于中西方民族文化差异的比较研究。出于习惯性的

二元对立下的弱者心态，我们在后殖民的民族情绪潜移默化的引导下把研究目标预

设为论证自身文化的优越性，而在此过程中同时自觉接受并强化了东方和西方的文

化差异，从而形成一种研究定势：即比较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不断强化论证自

身传统相对于西方的合理性和优越性。

但是这种二元框架预设下的研究不仅偏离了世界多元文化的现状，也不符合生

活世界之开放性的哲学构想。民族和文化总是处于动态的互相融合和互相渗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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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作为先入之见的静态的二元框架远不能完整地描述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发生性。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当今的东方世界已不是单一的相对于西方世界的落后国家和受
害者角色，像海洋般复杂多变的世界文化格局不仅仅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二
元间轮换交替，而是多极网络的相互交织，要在不断的相互交织和融入中形成自我
认识和定位。所以在这个开放性世界框架下，所有文化传统和特殊视域的自我定位
都是相对于复数的他者以历史发生的方式逐渐形成的。文化核心相对稳定，边界则
不断模糊、敞开和融合，中国文化在历史上就无时无刻不在经历这种面对异质文化
的敞开和融合。今天，中国文化在理解自身和自我定位时，我们的视域不仅要涵盖
西方，还要涵盖东亚世界、近东伊斯兰地区，面对南亚、拉丁美洲和非洲，每一个
文明传统都是我们的参照系和对话者，都具有与中国文化互动和相互影响的可能性。

在这个多元文化的世界中，并没有一个唯一的以西方为参照的具体标准 （经济的、

政治的、科学的等）去衡量不同文化的高下。因此，只有在这样一个充分敞开的跨
文化对话的模式中，我们才能在当今全球化世界中进行恰当的自我理解和自身定位，

并且为世界的开放性和人类共同体的和谐共存作出贡献，这是全球化时代和跨文化
对话对中国文化以及世界上其他文化传统的要求。

跨文化的 “多极对话”呈现的是一条道路，即植根于各自文化世界的参与
者加入到这场完全敞开的跨文化对话之中。“多极对话”的过程会使他们原本的
立场发生变迁，其前提就是要求每个人都基于 “反思判断力”对 “陌生世界”

保持开放。也就是说，每个人根本上都准备好了允许其立场的变化，以及洞察
到其他立场的变迁———这场对话包含了众多立场以及立场的变迁。事实上这个
对话事件叙述了什么，能得出何种结论，则只有通过充分开放的对话这一道路
才表现出来。

跨文化对话的道路在敞开的状态下永远向着一个统一性的目标延伸，这个目标
就是普遍性的、开放性的生活世界。作为哲学构想的 “生活世界”是一个极点，引
导着对话的展开。在具体哲学问题中，有一些影响重大但常常无法取得一致立场的
问题，比如人权问题、价值论问题等，人类对于这些问题有普遍的兴趣，在不同文
化传统和哲学中均有讨论。那么，遵循跨文化哲学的原则，可以确保在不同立场之
间有一个通往一致目标的过程，这种一致性并非体现在对唯一的具体真理目标的达
成上，而是在过程中彼此开放、相互倾听的一致性。敞开的跨文化对话通往一种拥
有更大范围的普遍承认和更为完整的认识，这种共识向着不同的文化立场敞开，蕴
含了众多不同的文化传统。随着道路的延伸，达成的共识在不断的叠加中发生着变
迁，而基于不同文化立场的观点也在发生着变迁，但是这场对话为所有的变迁和差
异敞开的空间，既不是要基于某种特定文化的本位主义消除文化间差异，也不是要
在某种先入之见的情绪支配下固化、夸大这种差异，而是要容纳和表现所有差异及
其变迁，让文化世界的多样性 “如其所是”地呈现。在这个意义上，跨文化性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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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一元论和超文化性 （Ｔｒａｎ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ｔｙ）① 的中道，一种文化传统既要 “绽出”

自身、容纳差异和变迁，又要在历史中保留着自身的某种稳定内核，而不是在普遍

的 “文化杂交”中趋于内容上的同一。

跨文化哲学追求实践层面上的开放性，不是要在众多文化中甄别出可把握的唯

一的实质真理，也不是在预设的框架下强调自身立场的优越性，而是沿着多极对话
的道路不断前进，重要的不是最终的目的地，而是在敞开的过程中达到相互间善意

的理解并且发生彼此相即的变迁，保持 “和而不同”的包容心态，对话的所有参与

者以宽容尊重的态度相互看待。借用海德格尔的话说，跨文化对话是 “道路，而非
（已完成的）作品。”② 这样一条道路并非体系化的理论，而是实践原则，它不通往
任何确定的具体文化传统、价值观或者真理，而是 “跨文化的”，如潘尼卡所说：

“跨文化哲学把自身放在无人之地，即尚未被任何人所占据的处女地；不然，它就不

再是跨文化的，而是属于一个确定的文化。跨文化性是无人之地，是乌托邦，身处

于两个 （或更多）文化之间，它必须保持沉默。”③

跨文化对话对意见保持开放状态，真理不是某种具体的意见价值，而是这一开

放性事件本身，这与 “生活世界”的哲学构想以及由此推出的实践姿态一脉相承。

跨文化对话一方面要认可和维护不同文化传统在历史中形成的差异性，将之作为对

话的出发点和目的，同时又要保证参与各方、即不同文化传统在这场多极对话中的

平等的话语权力。通过差异和平等这两个原则，每一个参与全球化进程的特殊文化
世界和个体都通过这种参与和在场不断表达自身，同时又进行着持续的自我修正，

文化差异和对立在对话过程中不断得到理解和包容。对话参与者通过 “畏怯”之心

和 “反思判断力”时刻认识到自身的有限性，不断推进责任共同体的建构，这是一

个融合不同视角、主体和文化传统之间经验差异的开放过程，每一个参与者、每一
个特殊文化世界都以主体间的方式在最广大的生活世界中扮演自身角色、承担自身

责任，最终朝向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

这一指向未来的跨文化对话理想在２０世纪末由一批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和知识分

子联合起草的题为 《通往未来之桥》的宣言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对于即将到来的
新世纪，基督教和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希腊哲学还会继续成为智慧的重要源泉。其

他的生命之路，比如印度教、耆那教、儒教和道教在当代同样充满生命力，并且在

·５６·

从生活世界到跨文化对话

①

②

③

关于 Ｔｒａｎ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ｔｙ，可参见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Ｗｅｌｓｃｈ，“Ｔｒａｎ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ｔｙ：Ｔｈｅ　Ｐｕｚｚｌｉｎｇ
Ｆｏｒｍ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Ｔｏｄａｙ，”ｉｎ　Ｍｉｋｅ　Ｆｅａｔｈｅｒｓｔｏｎｅ　ａｎｄ　Ｓｃｏｔｔ　Ｌａｓｈ，ｅｄｓ．，Ｓｐａｃｅ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ｉｔｙ，Ｎａｔｉｏｎ，Ｗｏｒｌｄ，Ｌｏｎｄｏｎ：Ｓａｇｅ，１９９９，ｐｐ．１９４－２１３．
“Ｗｅｇｅ－ｎｉｃｈｔ　Ｗｅｒｋｅ”，这是海德格尔临终前对自己的作品所说的话，参见 Ｍａｒｔｉｎ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Ｆｒüｈｅ　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Ｂｄ．１，ｈｒｓｇ．ｖｏｎ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　ｖｏｎ　Ｈｅｒｒｍａｎｎ，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　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７８，Ｓ．４．
潘尼卡：《文化间哲学引论》，《浙江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６期。



未来无疑也会继续发展繁荣。在此基础上，知识分子以及政治家已经认识到，隐藏
的灵性形式，比如在非洲大陆、在神道教中、在毛利人那里、在波利尼西亚人那里、

在美洲的原住民那里、在因纽特人那里、在中美洲人那里、在安第斯山脉和夏威夷
的原住民那里，同样都是 ‘地球村’的灵感源泉。”①

四、作为跨文化对话之现实基础的人类共同利益

“地球村”的比喻意味着多元的人类文化正越来越紧密地关联在一起，人类的统
一性和全球共同体正变成不可阻挡的历史现实，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纵然
“智慧的重要源泉”和 “其他的生命之路”“同样都是 ‘地球村’的灵感源泉”，但它
们之间的落差同样不可忽视。那么基于何种基础，多重文化之间能够相互认同，并
通往开放多极的跨文化对话？在历史现实中，文化认同是与其相应的利益基础密不
可分的，“文化认同往往不是单一文化形式的连贯而一致的选择，而是多重利益话语
的拼接物”。② 在文化认同和对话过程中多重利益实现了某种利益共识，即出现了适
用于各方的共同利益，这种共同利益成为共同体构建的基础和根本动力。按照马克
思的观点，共同利益不是抽象的观念之物，而是以独立的个体为前提，“恰恰只存在
于双方、多方以及各方的独立之中，共同利益就是自私利益的交换”，③ 是 “作为彼
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④ 这种以交换过程为核心
的现实的依存关系就是共同体的体现。个人利益是从自身出发的，但是每一个人又
与他人有着密切的联系，植根于他的生活世界，从属于不同层面的共同体，每个层
面的共同体成员都有某种利益共识，形成相应的共同利益，这些共同利益作为群体
成员间的现实联系，同时也指导着所有成员个体的行为。马克思认为，每个自由人
力量的联合，就成为真正的共同体，而承载着它的就是通过以个人发展为目的的个
人之间的交往形成的真正的共同利益。

今天的全球化进程使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群体的相互交往日益频繁，利益
交叉点不断增多，相互依存关系也越来越紧密。由此，“人类”才作为整体概念真正
以类主体的方式作出决断、应对问题，从而获得了包含地球上所有文化、民族和国
家在内的人类共同体的实践基础和现实规定性，其基础和动力就是人类共同利益。

人类共同利益既不是某个单一群体的利益，也不是多数群体利益的简单相加，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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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所有群体、适用于整个人类的利益诉求，成为所有人类成员和群体行为的指导
原则。今天的很多国际性问题，比如海洋和外层空间的开发利用、对气候和生态的

保护、基因技术的开发、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应对等，如果不从人类共同利益这个

视角考虑，是无法得到妥善解决的，而关于多极跨文化对话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设

想，也正是从此出发方有可能实现。

因此，符合不同人类群体要求的最广泛意义上的人类共同利益就构成了基于生

活世界开放性的跨文化对话、以及全球化境遇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现实基础。

如果说前文所述的生活世界理论、反思判断力和羞怯／畏怯的伦理态度构成了跨文化

对话的理论和实践姿态上的要求，那么人类共同利益就是跨文化认同和对话在现实

层面上的出发点和目标支撑。这个共同利益不是某个群体、国家或民族特有的，而

是符合整个人类共同体的发展需求，同时，这个共同利益也不是局部性的，而是整

体性的，是在全球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全面建设目标。

人类共同利益同样可以通过 “生活世界”这一哲学构想得到诠释。作为众多特

殊世界之基础的生活世界具有普遍性，这种共同具有的普遍性不仅是超越论意义上

的，而且在现实层面也有其体现，即呈现为最广泛范围内的人类共同利益以及基于
此的共同责任。如前所述，跨文化对话需要的公共空间是由特殊文化世界之间的差

异性和张力构成的，而世界间的公共空间和世界整体上的多元开放性则是共同利益

的逻辑前提。因此，对应于生活世界所具有的开放性和闭合性的两个基本面向，在

跨文化认同和对话中共同利益和文化差异也成了不可偏废其一的一对根本性质。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这二者需要保持一种动态平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

二者应当绝对等量齐观，在跨文化对话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相对于闭

合性和文化差异，开放性和人类共同利益始终是优先的。如前所述，不同文化世界

间的交往和沟通过程并不保证得到一个一致的结论，但可以导向高于差异性和闭合

性的共同性和开放性，即我们可以向着他人的世界开放自身，共同寻找彼此认可的

共同利益，由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方有可能。而另一方面，生活世界的开放性

并不排斥特殊世界的闭合性，相反，开放性保护了多元的闭合性。相应地，最大程

度上的人类共同利益并不与特殊群体间的文化差异冲突，相反，这一共同利益及其

共同责任为多元的文化差异和特殊利益奠基。比如在全球化时代，面对经济危机和

全球变暖问题的对应之策，就不是局部性的问题，也无法以个别立场和文化差异为
出发点进行考虑，而必须站在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的立场保证整个人类共同体

采取开放合作的姿态应对问题，将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和全球环境保护作为人类共同

利益看待，个别的、多元的文化传统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条件。

因此，人类共同利益是跨文化对话的现实基础，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出

发点。它既不是从具体的、狭隘的个别立场出发的，也不是抽象绝对的，而是以不

同立场的共识和普遍认可为前提的，是历史的、社会的、现实的、开放的。从内容
·７６·

从生活世界到跨文化对话



上看，人类共同利益既不是绝对化的价值立场，也不是特定文化传统中的伦理习性，

更不是当下世界上优势国家或民族的世界观，而是不仅适用于每个人类个体，更适

用于整个人类共同体的基本诉求，即人类整体的 “生活／生命”和发展的诉求，如马

克思所言，“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① 从这个意

义上看，人类共同利益根底上就蕴含在 “生活世界”这一哲学构想之中。如前所述，

“生活世界”与古希腊的居所 （ｏｉｋｏｓ）联系在一起，居所经验构成了一种指引关联，

呈现为一种以自我生命持存为特征的存在方式，表现为自我保存、生存和繁衍，这

是一种最质朴的关于共同生活的普遍的人性经验，这也是人类共同利益的出发点：

无论人类成员具有何种肤色、身处哪个国家、哪个阶层、从事何种职业、接受过何

种教育，对自我生命的保存以及世代生成的生命经验是他们最基本的实践目的，这

也是人类共同利益的基础。因此人类共同利益是围绕着自我生命保存和世代生成的

延续而展开的，是全方位的，面向未来的。

需要指出的是，全球化境遇下的人类共同利益同时也规定了共同责任，即保持

自身开放性、从共同体立场出发应对问题、呵护公共空间，保证合作互惠的持久性，

而不是从利己主义和自我主义立场出发无限制地追求最大程度上的个别利益，这与

作为实践策略的跨文化多极对话的要求是吻合的。参与权责共担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是人类整体、全球国家和多元文化传统的自然选择，而非强制性选择。

如 《共产党宣言》所言，世界市场 “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

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

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

此。”② 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上的全球化决定了世界的开放性，对话先于对抗，国与

国之间的互相往来和合作成为国际政治的主旋律，多样性和相互依存成为当今国际

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人类共同利益则是国家间和民族间相互合作、相互依存的基本

动力，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得以构建的前提。在人类共同利益及其共同责任的指引

和要求下，不同国家和民族应当秉承多极对话的开放姿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

待，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打造全球范围

内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融合互助、文化上开放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

和命运共同体，这也是中国近年来推动 “一带一路”构想的根本目标。在政治实践

中，全球国家只有凝聚成这样一个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才能有能力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形形色色的全球性问题，比如如何应对远远超出传

统安全范畴的恐怖主义袭击，如何防止全球自然生态的恶化，如何有效制止跨国犯

罪的肆虐，如何控制核武器的扩散，如何应对克隆、转基因等有可能彻底改变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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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状况的新技术的发展，等等。

人类共同利益是以人类个体和群体生命的自我保存和繁衍为核心的全方位利益

追求，包括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社会领域和生态环境领域中实现合
作共赢和利益互惠。在此，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目标的
“五位一体”构想完全可以被转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共同利益目标，即在全球
范围内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使之符合
人类整体的根本利益诉求，通过这种全方位的建设，推动人类文明向多极化发展，

实现开放合作、权责共担、和谐发展的国际新秩序。

以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在具体的方式和途径上，近年来中国秉承 “亲、

诚、惠、容”的理念提出了 “一带一路”的倡议，以共同利益和合作共赢为基础，

为推动国际范围内的跨文化对话和认同提供了政策支持。“一带一路”基于开放、包
容、共赢的核心价值观，推动建构符合世界开放性和多极发展特征的国际间政治经
济合作新模式。这一模式摈弃了集团政治、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也告别了旧有世
界政治框架下南南对话、南北对话的固定模式，本着一种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

以全球范围内国与国的共同利益实现、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终目标，创立合作
共赢的国际合作关系，打造全球范围内各国参与的 “交响乐”，这也正是多极对话精
神的体现。需要注意的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不仅是致力于沿线国家的经济增
长联动，同样也是为了推动文化层面上的相互理解和认同。不同传统和文化间的对
话、交流和相互认同乃是实现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
通的基础。今天的跨文化对话要以共同利益和合作共赢为基本出发点，抱着开放包
容的心态，倾听不同文化和政治主体的声音，推动多边的国家层次、次国家层次和
非国家层次在各个领域内的文化交流和互动，在公共问题上尽最大可能谋求共识、

澄清误解，真正有效地让 “一带一路”深入人心、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广泛认同。在
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不仅仅是一条经济和基础建设上的互通互联之路，更是一
条基于世界开放性的人文交流互通互联之路、是一条跨越历史文化差异、实现心灵
相通的跨文化对话之路。

〔责任编辑：莫　斌　责任编审：柯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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